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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儒家对于华夏之外“四夷”的思想理念和实践原则

在我国传统民族思想观念的形成、处理民族事务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模式方面无疑具有较大

的影响。 最早出现于《中庸》的“柔远人”，源于儒家“仁学”的“爱人”“至诚”思想，通过“由
近及远”“推己及人”思维逻辑和“修齐治平”政治逻辑进路，成为处理民族事务的“中庸”原
则。 要求国家治理者以温和、包容、尊重的态度，以及柔性、变通、特例的措施招徕与安抚与

华夏文化存在差异的群体，以达成自然和社会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性而秩序井然，万
事万物和谐共生、百姓黎民安居乐的“位育”目标。 该理念确立了我国古代处理民族事务的

制度安排和实践策略的基本原则，对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产

生了深远影响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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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研究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还是建构新时代中国

特色民族学话语体系，发掘与阐释中国古代民族思想史无疑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而作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中国思想史的主干，儒家的民族思想显然还需要深入挖掘与系统阐发。 “柔远

人”既是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在民族事务中的体现，又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民族事务中的实践

方式，故此，本文拟对儒家的“柔远人”思想做一初步论说。

一、何谓“柔远人”

“柔远人”最早出现于《礼记》第三十一篇《中庸》。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
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① 作为治国九经之一的“柔远

人”直接而深刻地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 《中庸》提出“中庸”这一伦理范畴，以之为最高道德标准，
宋代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析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体现儒家思想的四大核

心经典之一，被列为官学授课经典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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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柔远人”？ “柔”，为形声字，本意为一种树木。 许慎《说文解字》卷六“木部”将其与“栩”和

“样”字互注，云：“栩，柔也。 从木羽声。 其皁，一曰样。 柔，栩也。 从木予声。 读若杼。 样，栩实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栩）柔也。 见《唐风·毛传》。 陆机曰：栩、今柞栎也。 徐州人谓栎为杼。

或谓之为栩。 按《毛传》《说文》皆栩柔样为一木。 栎下但云木也。 不云卽栩也。 然则陆机专据徐州

语言合之耳。 从木。 羽声。 况羽切。 五部。 其皁、一曰样。 按各宋本及集韵、类篇皆同。 毛氏依小徐

作其实皁。 非也。 艸部曰。 皁斗、栎实也。 一曰样斗。 许葢谓栩为柞栎。 与陆机同。”① 从树木“曲者

可直，直者可曲”的特征，引申为描摹树枝曲直变化之态的形容词。 《诗·小雅·小弁》：“荏染柔木。”

袁宏道《满井游记》：“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进而引申为人们温和、宽容的性情和行为，与刚、脆

等相对。 《书·皋陶谟》云：“柔而立。”郑注：“性行和柔。”《礼记·内则》云：“柔色以温之。”《礼记·

乐记》：“柔而正。”进而演变为抽象概念，指与自然相处之道。 《易经·说卦传》第二章曰：“昔者圣人

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兼

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柔与刚为安“地道”的方法。 又

用于治理之术，指以温和的态度和变通的措施招徕与安抚。 《诗·周颂·时迈》：“怀柔百神，及河乔

岳，允王维后。”毛传曰：“怀，来；柔，安。”“柔”与“怀”组合成“怀柔”一词。 《尚书·舜典》“柔远能迩，

惇德允元。”柔者，持安也。 传曰：柔安至长善。 正义曰：“柔安迩近惇厚皆释诂文元善之长。”② 清代

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今文尚书考证》中提到汉代“柔”多作“渘”，近者各以善近。③ 结合历代注疏与

考据，《中庸》的“柔远人”之“柔”即为此意。

从字面上看，“远人”乃由空间距离划分出的群体，但在早期儒家经典及其注疏中，其所指称的群

体则存在明显不同。 《礼记正义》郑玄注云：“远人，蕃属国之诸侯也。”孔颖达疏曰：“柔远人则四方归

之，远谓番国之诸侯，四方则蕃国也。”④ 认为“远人”所指为诸侯。 然而，在《中庸》中，“柔远人”与

“怀诸侯”并列，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各有所指。 《荀子》中的“远人”意为与本邦国子弟相对应且

居于城邑之外的子民。 “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⑤ 从这个意义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对“柔远人”的注解更符合子思在《中庸》中的逻辑展开。 朱子将以上引文“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注

为：“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途，故四方归。 怀诸侯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

故天下畏之。”⑥ 在朱熹的注释中，远人即是远游四方的宾旅。 所谓宾旅，明代王夫之作了笺解：“宾以

诸侯大夫之来觐问者言之，旅则他国之使修好于邻而假道者。 又如失位之寓公，与出亡之羁臣，皆旅

也。 唯其然，故须‘嘉善而矜不能’。”⑦ 因此，无论从古汉语排比句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从《中庸》的

语境来看，“远人”并非直接或者仅仅等同于诸侯。 综括历代注疏，可以看出汉儒与宋儒之间的张力，

“远人”在空间范畴内的拓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疆域的变化。 这种变化与对“华夏” “中

原”“四夷”等概念的认识与流变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华民族自我认知的逻辑依据。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影响下，远古中国即形成“天下思想”，最高统治者受命于天，将政治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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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归之于“天命”，其权力的施行代表了“天”对人间的统治。 不同社群、民族集团同属一个“天下”，
并归属于“天子”。 《尚书·虞书·大禹谟》载尧帝“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四海”与“天
下”同。 同时，在先秦诸多文献中“九州”亦同于“天下”，《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九
州”在《尚书·夏书·禹贡》中指称翼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与雍州。 而在《周
礼·夏官·司马》中“九州”则指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 意味着“九州”
与“四海”在不同时代有一定的嬗变，而豫州居于“九州”之中是诸多文献的共识，谓之“中州”，因地貌

平整多为原野，引申为“中原”。 总体上，在先秦的观念中，“四海”“九州”涵涉“天下”的空间、地域范

畴，而在地域范畴之上、空间远近区分中有了对人群、族类的划分。 《尔雅》卷中《释地第九》指出：“九
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与《尚书》形成呼应，少数民族同样属于“天下”，《尚书·周书·武

成》早已言及“华夏夷貘，罔不率俾”，这也是最早论及“华夏”的文献。 “四海”之内的九夷、八狄、七
戎、六蛮简称为四夷，居于四方的少数民族，谓之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

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民族以黄河中下游

地区、河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称之为“中原”，与地处边缘的“四夷”在地理位置上形成对照，而同属

于“天下”。 此时，尽管有“华夏”“四夷”的区分，但无明显的夏尊夷卑观念，更无明确的夷夏之辨。 随

着人类意识的发展，王朝观念的增强，尤其进入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列国争雄，中原内乱引发“南夷

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① 的情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列国争霸局面的激

化，“夷”“夏”对立观念产生。
面对战乱纷飞、民不聊生的时局，孔子发出“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② 的感叹。 企图复归于周，寻

求救世的方案，在孔子看来周监于二代，在制度、典章上借鉴夏、商而建立，克己复礼成为孔子仁学的

重要举措。 “夷夏之防”的消弭亦成为孔子施行仁、义、礼、智的维度之一，而“礼别夷夏”的发轫与“文
德招徕”的理念促进了夷夏之辨的转变，奠定了儒家夷夏观的基调，甚至决定了中华民族夷夏观的塑

形，直接地消减了列国纷争，为孟子“仁政”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子思承接孔子以文化而非地域、血缘来区分夷狄与诸夏的夷夏观，“柔远人”代表了思孟学派夷夏

观的阐发。 在《中庸》的语境中，“远人”更趋向于指“诸夏”以外的四方之民。 《孔子家语·王言解》
曰：“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宾。”视夷狄为宾客，加之古汉语中“互文”的特殊

修辞，有理由认为“远人”包含夷蛮戎狄在内的四方之民。③ 此外，在前述所引“九经”的后文“送往迎

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

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推论。 史学家陈柱在《中庸注参》中亦将中庸“九经”之“柔远人”与“怀诸侯”
相区分，但认为两者相辅相成。④

显而易见，“远人”的意涵从特指诸侯国到泛指四夷，在历代儒学大家及其注疏者视域中愈发宽

泛，这与中华民族疆域的拓展不无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历代疆域的扩张一定程度上也是“柔远

人”之功。 综上，笔者认为，“柔远人”的基本含义为以温和、包容、尊重的态度和柔性、变通、特例的措

施招徕与安抚与华夏文化存在差异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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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爱人”“至诚”：“柔远人”的思想来源和逻辑脉络

作为儒家经典的《中庸》提出对待非华夏群体的“柔远人”理念，必定源自早期儒家的思想。 “为

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① 总体而言，《中庸》承袭了孔子以来崇德尚仁的道德修养

目标与抚远怀柔的政治主张。

《吕氏春秋·不二》强调“孔子贵仁”，“仁”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 作为春秋时期的

哲人，孔子的思想无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其时，随着周王势力的衰微，出现诸侯群雄

纷争的乱局，周公建立的宗法制度岌岌可危。 由此，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从道德伦理角度提出维护宗

法制度、减缓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的思想———“仁”。 何谓“仁”？ “爱亲之谓仁。”孔子认为“仁”始于

“爱亲”，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② 其弟子有子对此做了透彻的阐述，云：“君子务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③ 孟子对“仁”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亲亲，仁也。”④“仁之实，事亲是

也。”⑤ 可见，“仁”的本义是爱亲，倡导“仁”的初始目的是巩固与加强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之间

的爱，具有维护宗法制度以消弭战乱和暴政的时代特征。

“仁”源于“爱亲”，但并未局限于亲属关系的范围，从“爱亲”为起点延伸与扩展到“爱人”。 《国

语·周语上》周单襄公说：“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 孔子明确扩大“仁”的对象范围，并提出更为明

确的概念“泛爱众”：“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⑥“泛爱众”，赋予“仁”新

的意义，超越了亲属、家族、宗族、氏族而扩大到其他人群。 再进一步，“仁”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华夏族

以外的夷狄等群体。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⑦ 赋予“仁”

以善待“四夷”等部族和邦国的民族平等思想内涵。

从爱亲出发，逐步扩大到亲族、家族、宗族、氏族一直到“四夷”或“万邦”的“由近及远”伦理思维

逻辑，在上古历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尚书·尧典》赞扬尧的德行和政绩时遵循的也是这个逻辑：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新九族。 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⑧ 其中，“九族”指自己家族，以自己为本位，

上推到父、祖、曾祖、高祖四代，下推至子、孙、曾孙、玄孙四代，“百姓”则指百官族性，一个诸侯国中有

多个宗族，取贵族总称，其逻辑是“由近及远”，先把自己的家族治理好，继而把诸侯国内的各宗族治理

好，最后达至团结各部族、各邦国的境界。

《中庸》从国家治理者的维度提出“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

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⑨ 从国家治理需要出发，把治理者个人

·３１·

“柔远人”：儒家处理民族事务的实践原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朱熹：《中庸》十九章，《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８ 页。
朱熹：《论语·泰伯》，《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０３ 页。
朱熹：《论语·学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４８ 页。
朱熹：《孟子·尽心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５３ 页。
朱熹：《孟子·离娄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８７ 页。
朱熹：《论语·学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４９ 页。
朱熹：《论语·子路》，《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４６ 页。
阮元校刻：《尚书正义》卷 ３《尧典》，《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４９－２５０ 页。
朱熹：《中庸》二十章，《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９ 页。



的“修身”置于首位，把“尊贤”放在第二位，之后按照前述逻辑顺序依次类推，伦理逻辑从“由近及远”

到“推己及人”，起点从群体性的“亲”到个体化的“己”，伦理规范的根基从社会性的“亲亲”到心理性

的“修身”。

费孝通先生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伦理规范进行解释，认为

中国社会结构区别于西方“团体格局”而为“差序格局”，其特征是：“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

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

出去的圈子的中心。”① 而“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中庸》也把五伦作为天

下之达道。 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②。

“柔远人”正是由己到天下、由亲亲到四方，一圈一圈推出去的必然结果，其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

则是国家治理者以“爱人”为核心的“修身”。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知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③

《中庸》篇末回到其根基问题———“至诚”，“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④。 引文中

“一者”即为“诚”，这里子思再次将“诚” “至诚”的本体论意义引入对治国之道的阐释。 如果没有

“诚”的参与，治国“九经”只是虚文，可以看出，《中庸》对“哀公问政”的回答，从“政道”转向了“人

道”。 对于“人道”的内在逻辑，王夫之鞭辟入里地阐释，合乎《中庸》旨意：“此人道二字，自仁义礼推

之智仁勇，又推之好学力行知耻，而总之以一，一者诚也。 此人道即后‘诚之者人之道也’，首尾原是一

意。 先虚言‘人道’而步步详求其实，只在‘择善固执’，‘己千己百’，皆人为之。 人所以为道而敏政者

在此。”⑤ 其中，“诚”贯通了修身与治国之道，进而又勾连了“天道”，这是《中庸》的整体逻辑，第二十

章文本则是关于治天下国家始以修身的全面表述。

在这一思路下，“柔远人”作为治国九经的方略，正是君子修身与治国之道的具体内容之一，一方

面，通过反求诸己以“至诚”进而“敏政”，合内外以达道；另一方面，对他者身份、地位的承认，在上位

不陵下，正己而行不求于他人，“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夷狄，行乎夷狄”⑥ 这一点与《论语》“言忠信，

行笃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相一致，修身乃是正己，正己的目的在于“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说”。 可以说，修身的最终目的在于治国，“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是

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貘”⑦。 从这个意义上，《中庸》的思路与孔子“修文德以怀远人”的主张一

脉相承。 儒家差序格局中，因有五伦，而有三事，家、国、天下。 自我心性的完成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无限进程中，亦在对“远人”的观照践行中。 在此过程中，“仁”在伦理上表现为博爱、慈惠、忠恕，在

价值上是关怀、包容、和谐，在行动上是互助、共生、扶持。 “仁”的多维度展开说明儒家的核心旨趣在

于知行合一，而非阐述道德真理。 由此，儒家道德价值、道德标准始终要在“己”与“群”之间展开，在

个人道德修养与天下国家治理的关系逻辑中展开，从而揭示儒家一系列道德理想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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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和”“位育”：“柔远人”的实施原则和追求目标

“柔远人”源于儒家的“仁”思想体系，那么其目标和原则是什么呢？ 《中庸》明确指出践行“九经”

的结果是：“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目，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

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货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①“柔远人”必定会获

得“四方归之”的结果。 这一深层逻辑背后，《中庸》首章早已阐明了全书的主旨要义，即“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②。 “柔远人”等“九经”都需要从这一思想去理解。

何谓“中和”？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③ 朱熹注曰：“喜怒哀乐，各有攸当，主其未发，浑然在中，无所偏倚，故谓

之中。”④“中”所指为不偏不倚、客观理性、公允公正的情感思想，被儒家视为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

情感思想规范。 “和”之本义为音乐的众音和谐，后引申为节制适度、符合规范的情感思想表达方式。
儒家认为，“和”体现了宇宙万物的秩序和法则。 朱熹注曰：“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⑤ 人的

行为不偏不倚而适度有序，则能达至协调美满的“中和”理想境界。

又何谓“位育”？ 孔颖达疏云：“位，正也。 育，生长也。 言人君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 生

成得理，故万物得其养育焉。”⑥ 朱熹集注曰：“位者，安其所也。 育者，遂其生也。”⑦ 可见，“位”指国

家统治者的决策和行为需符合应有的秩序和需求，使万事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性；“育”就

是万物茁壮生长、百姓生息繁衍、社会繁荣发展。 合而言之，“位育”所指就是“安所遂生”。

“致中和”与“位育”之间为因果关系。 朱熹集注曰：“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
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 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

和而万物育矣。 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 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

矣。 故其效验至于如此。”⑧ 其基本思路为治理者需保持谨慎和敬畏的心态，努力让自己的情感思想

不偏不倚、公允正确而契合“天地之道”，方能使自然和社会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性而秩序井

然，万事万物和谐共生，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百姓黎民安居乐业。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学贯中西和文理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先生对用“适应”或
“顺应”翻译进化论的概念“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或“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提出异议，认为“毛病就在太过含有物体迁就环

境的意思”⑨，提出用《中庸》的“位育”一词翻译更合适，他说：“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的企

求。 位育是两方面的事。 位育就等于二事间的一个协调。 世间没有能把环境完全征服的物体，也没

有完全迁就环境的物体，所以结果总是一个协调，不过彼此让步的境地有大小罢了。”�I0 潘先生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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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角度对“位育”进行了新的阐释，发掘出其中蕴含的自然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等“二

事间的一个协调”意涵，颇有深度和启示。 １９９９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

念文集时，费孝通先生为其题定的书名为《中和位育》，既说明潘光旦先生赋予“中和位育”现代社会

科学意义的重要贡献，也表明“中和位育”概念在解释当今社会、民族等领域的重要价值。

“柔远人”是“中和位育”在与“远人”交往及其事务处置领域的具体实践，恪守以“爱人”为基础和

核心的公平正义原则，持有温和、包容、尊重的态度，施以灵活、变通、特殊的措施，让东夷、南蛮、北狄、

西戎等四方之民各归其位、各得其所，使万物生长、人口繁衍、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最终实现招徕与安

抚文化区别于华夏各个群体“四方归之”。 由此而言，“柔远人”包含两层含义：表层含义是儒家道德

标准“中和”的彰显，“柔远人”所昭示的是儒家非以武力刑罚善治，而是施行灵活变通、不偏不倚的举

措，实现君子“治心”与“治世”的统一；深层含义则是孔子“仁爱”思想及“人性善”观念的进一步展开。

孔子固守仁者爱人之道，坚信“涂之人皆可为禹”，认为人生而性善，只要施以教化任何人都可以成就

道德秉性，各居其位，各尽其性。 最终成就善治，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①

“中庸”意味着在社会、文化中获得和谐与平衡的关键在“庸”，“庸”者“用”也。 通过道德行为标

准的确立与践行，人的行为、情感、礼仪在与“他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得以体现，进一步扩展了“仁”

的内涵。 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并不仅仅属于作为中国历史一个特殊时代的先秦，而是属于整个中国

文化历史过程本身。 因此，经由《中庸》通向中国思想谱系来理解儒家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经由“柔

远人”来探讨儒家“中和”“位育”的仁学思想，无疑打开了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

的可能性。

四、“柔远人”理念的深远影响

《中庸》多被理解为儒家传续道统的经典，往往被加上了形而上的意义。 但是，如果将《中庸》交

付给政治哲学、人类学，就不可避免地与“治国平天下” “夷夏之辨”等联系在一起，由此获得“道”与

“器”的合一。 《中庸》“九经”的阐述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柔远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君子自身修

养的开显，以“仁爱”为核心采用安抚、怀柔之术对待作为“他者”的四夷。 某种程度上，这种理念决定

了中华传统民族思想的基本形塑与展开。

儒家自汉朝起被确定为正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 作为儒家核心经典的《中

庸》历来被视为儒家修身之学的纲领，被列入历朝历代王公贵族和读书人自幼反复记诵的文本，“柔远

人”成为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处置“四夷”的基本原则，并转化为制度安排和实施措施。 其对后世的影

响，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是尊重差异、平等相待的观念态度。 尽管统治者存在一定的华夏中心观念，但对待“四夷”总体

上持以尊重差异、平等相待的态度。 如汉朝自高祖时起，按照儒家“亲亲”的伦理理念，与匈奴建立“和

亲”关系，该政策至武帝时中断，之后宣帝对匈奴呼韩邪单于施以“客礼”，恢复“和亲”关系。 据史料

记载，历代王朝均有次数不等的“和亲”，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经济互市、文化交流、血脉相融。

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制度安排。 历代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行政建置，采取有别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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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设置模式。 如蜀汉平定南中后，采取“皆即其渠率而用之”从而实现“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

退欲跨陵边疆，威震宇内”①。 再如，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羁縻府州制度，委任当地民族首

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官职，“分置酋领，统其部落”“因俗而抚驭之”，推行因地制宜的地方政权组织制

度。 明朝在东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卫所，在吐蕃地区则延续其政教合一制度进行管理，在

西南则采用土司制度。

三是兴办学校，推广教育的政策措施。 如东汉章帝元和年间（８４—８７ 年），王追为益州太守，“始

兴起学校，渐迁其俗”②。 明代除设置府州县学之外，在少数民族地区专门设置“社学”。 清朝在此基

础上增设“义学”，下令“各省府、州、县多设立（社学、义学），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

者”③ 等，推进各民族文化交流。

四是采取科举取士优待措施，培养少数民族精英。 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为了保证少数

民族精英的培养，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优待政策，给予一定的照顾，既有考试学钱的补助还有就近

开科设考的措施。 南宋时，为方便贵州少数民族士子参加科考，考场设在四川。 “四川州解士，只就安

抚制置司类，省试毕，径赴殿试。”④ 清代更有科考名额的特批，《清圣祖实录》记载“云贵二省应各取

士生二十五名”，除在全国分配的数额外，每三年特批 ２５ 名学额推进云贵土官与一般士人参加科考。

并且依据汉语水平设置不同试卷，以增加少数民族录取人数。 “江苏、江西、浙江、为南卷，四川、广东、

云南、贵州为中卷。”⑤ 另外，随着科举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书院建设也得到空前发展，以辅学校

所不及。 明朝加大少数民族地区书院建设，西南地区浪穹龙华书院、太和苍山书院等成为云南历史上

第一批书院。 巡按御史樊祖建辽右、辽左、崇文三书院，将书院推广到东北地区，加速了边疆少数民族

的主流化进程，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以上所列均是儒家民族思想在历代统治中的具体践行，对于团结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

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养伟大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小结

作为《中庸》的“九经”之一，“柔远人”是早期儒家提出的处理“四夷”事务的实践原则。 置于儒家

思想体系之中来理解，“柔远人”是其“仁学”的“爱人”“至诚”思想、“中庸”“中和”行为准则在处理与

非华夏族群体关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经由“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和“修齐治平”的逻辑进路，成为

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原则，要求国家治理者以温和、包容、尊重的态度，以及柔性、变通、特例的措施招

徕与安抚与华夏文化存在差异的群体，以达成自然和社会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性而秩序井然，

万事万物和谐共生、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百姓黎民安居乐的“位育”目标。 同时，“柔远人”体现了夷夏

之辨从产生到消弭所折射的中华民族如何在历史境遇中确立自身的问题。 儒家夷夏观的确立不仅仅

关乎处理华夏与四夷之关系，而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参与国家治理，在悠远的历史发展中推动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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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陈寿撰，裴松之注：《蜀中五·诸葛亮传》，《三国志》卷 ３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９３０ 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南蛮西南夷传》，《后汉书》卷 ８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８４７ 页。
赵尔巽等：《选举志一·学校一》，《清史稿》卷 １６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年，第 ３１１５－３１１６ 页。
脱脱等：《选举二·科目下》，《宋史》卷 １５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３６２６ 页。
赵尔巽等：《选举志一·学校一》，《清史稿》卷 １６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 年，第 ３１１８ 页。



族走向多元一体。

“柔远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实践表明，以“爱人”“至诚”的中庸之道包容“四夷”的风俗习惯差

异性、尊重“五方之民”的文化多样性为前提和起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

常生活中渐趋频繁与深化。 通过推广普及书院教育和儒家经典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原文化和儒家

思想渗入各民族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中，文化共同性和共同体意识逐渐生长，“以文化之，乃成于

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各民族文化百川入海汇聚成中华文化的共同海洋。

“Ｒｏｕ Ｙｕａｎｒ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ｗｅｉ　 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 ｆｏｕｒ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ｘｉ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ｈａｖ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ｏｕ Ｙｕａｎｒｅ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ａｆａｒ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 ｗｈｉｃｈ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 ｌｏｖ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ｒｅ”，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ｍｅ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ｏ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ｏｆ “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ｌｏｖｅ ｕｎｔｉｌ ｉ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 “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ｏｔｈｅｒ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ｅｌｖ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ｐｅａｃｅ”．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ｒｕｌ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ｃ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ｇｅｎｔｌ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ｆｕ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ｈａｖ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ｅ ｉ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 “ Ｒｏｕ Ｙｕａｎｒｅｎ” （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ａｆａｒ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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